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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兴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为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

提升基层政府绩效合法性、满足社区居民诉求、撬动社区居民参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动城市“新熟人社

区”建设方面，日益显现出独到优势。具体的，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列入年度预算），每年为每个城市社区拨付

一定额度的资金，专门用于社区治理和服务，由社区两委组织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提案，讨论决定如何使

用这笔费用。

之所以称其为“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是因为该项政策在以下几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一是资

金来源的公共性（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二是服务对象的公共性（面向全体社区居民 1 ），三是资源配置过程

的公共性（需要社区公众参与），四是政策效果的公共性（促进社区发展、增进社区福祉）。

从名称上看，有“社区公服资金、社区自治金、民生微实事、民生大盆菜、为民服务专项资金”等不同叫

法，为方便讨论，下文通称为“社区治理和服务专项资金”。从资金额度上看，每个社区每年从几万元到几十万

元不等。从资金流向上看，该项资金一般被用作改造社区环境设施、开展文体娱乐或志愿服务活动、购买社区

社会组织服务等，一些地方还出台了专项资金使用的负面清单。从执行人上看，社区两委由于具备沟通成本、

组织成本、合法性、可信度等方面的优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使用这项资金的职责。由于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

动员社区居民提案、决策、参与执行，同时需要社会组织提供具体服务，因而，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 2 也成

为该项政策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强制性上看，该项政策并不强制政策执行人在当年消化掉所有经费，但剩

【摘要】 近年来兴起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已然成为多地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然而，面对相似的政策背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社区两委，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力却千差万别。

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阻力，由政 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预

期，以及政策对象的支持力共同设定；该项政策执行的动力，则可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被型塑

和建构出来。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力也是影响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变量，

此类政策执行的过程，既是对二者的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二者的促进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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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何以执行

史云桐

1  亦可用于购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但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一般规定不可用作居委会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补贴。

2  包含两类，一类是面向社区开展服务的外部社会组织，一类是社区内部生发出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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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分一般要收回或交由街道统筹，个别可以滚存。

在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相似的政策设计，社区两委表现

出不同的花钱意愿和花钱能力——有的社区花得出且效果好，有的社区花得出但收效平平或是乱花，有的社

区则是有钱不花或是有钱花不出，最终被收回。“用的好的社区，什么都可以用，用得不好的社区，感觉什么都

不能用。”（访谈记录20180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那么，在此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什么社区两委的政

策执行力不尽相同，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已有研究的回顾

从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来看，西方对于政策执行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19 73年出版的《执

行——华盛顿的美好期待是如何在奥克兰破灭的》 1 一书为代表。使学界将关注的焦点由政策制定推向政策

执行，继而引发了一股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发展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型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和研究

阶段。第一阶段注重经验分析，关注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目标和策略何以导致政策失败，第二阶段注重理

论模型建构，关注基层执行者对政策过程的影响，第三阶段则是从多主体、多层级的视角动态切入，研究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代表性的理论有府际关系（Intergovernmenta l 	 Rela t ions）理论、倡导联盟

（Advocacy 	 Coa l i t ion）理论、政策网络（Pol icy 	 Networks）理论等。尽管如此，对于影响政策执行的核心变

量，西方学界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且对于解读本土经验来说，在适应性上又显不足。

国内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政策执行的过程，就是将政策文本付诸

行动，进而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执行力的问题。2006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2 ，这也是政策执行力的概念

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政策执行力，比如：政策执行主体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效

力 3 ，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体现出的意志力、规划力、组织力、文化力和公信力 4 ，政策执行的尺

度、速度、力度、角度 5 等。对于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剖析。比如：利益博弈

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关政策主体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 6 ；

多因素分析视角认为，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包括执行者的主体因素、利益集团的因素、政策相对人的因素、

执行资源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7 ；科层结构分析视角认为，国家政策的执行，面对的是高度分化的科层结

构，这种结构产生了政策与科层组织之间的摩擦，降低了政策的执行力 8 ；多主体分析视角认为，政策过程正在

网络化，包含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需要从政策网络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建构政策执行 9 ，等

等。从既有的研究看，提出关键要素的多，给出具体指标的少，进行理论建模的多，结合田野经验进行分析的少。

从社区财政的研究领域来看，国内关于城市社区财政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既有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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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倡导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区财政保障体系 1 ，二是探讨社区财政资金的筹集、管理和

使用 2 ，三是指出当前社区财体系的不足以及如何重构 3 ，四是讨论如何以社区财政创新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 4 等。可见，现有研究缺乏对于近年来基层实践的跟进，也缺乏对于经验资料的解析。

二、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独特性

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独特性，决定了当前很难从既有的研究中获得关于该项政策执行力的充分解

释。

其一，该项政策的执行主体有其特殊性。居委会这一兼具自治和行政双重属性、兼具代言和代理双重功

能的主体，在该项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因而较难从科层结构内部的分化关联中得到足够的

解释。其二，该项政策的执行链条有其特殊性。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将政策执行链条向下延伸，使得政策对

象（居民和社会组织）亦成为政策执行链条上的关键节点和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关键要素，他们既是政策执行过

程中方案的制定者，也是方案的实施者。其三，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优化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而具备治理和服务双重意涵。其四，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执行力，与基层

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高度同构性，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少有论及。

简言之，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独特性，同时也决定了其重要性。因为它不再只是聚焦于科层体系内

部，而是打通了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居民自治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理解三者在现实生活场域中的互动逻辑，以

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治理能力和社会活力的重要作用，聚焦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推动相关领域实际问

题的解决。

本文使用的资料，选取自笔者近年来在D市、J市、Z市获得的田野调研资料，调研对象包括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街道工作人员、社区两委工作人员、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居民自治组织和自组织负责人等。

本文所要关注的政策执行力，是狭义上的政策执行力，即政策执行主体的行动力。通过考察社区公共财政

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动力，找寻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阻力来源

事实上，作为一项地方性政策，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预期和政策对象的支持力

共同设定了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一）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

众所周知，任何政策的执行，都要受到政策设计本身的影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推

出了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不同城市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各不相同。

就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而言，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通常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政策的支持性。即一项政策出台时，在此之前、之后或与此同时，是否会有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就城市社

区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它是一项创新型政策，因而需要建立相应的培训制度，让政策执行者对于政策设计

的初衷、执行的方式和相关议题有基本的认知和共识；由于需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提案、决策，因而需要搭建

起类似于社区议事会的多方协商议事平台；由于需要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因而需要该地的社会组织发展已

1  张丹：《和谐社区财政支持体系的完善》，载于《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3期；杨民权：《当务之急：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

社区财政保障体系》，载于《中国民政》2010年第1期；刘继同：《中国特色社区福利财政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

础》，载于《地方财政研究》2010年第5期。

2  闫青春：《社区服务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载于《民政论坛》1996年第4期；丁元竹：《中国社区建设公共财政收支的现

状与制度完善》，载于《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  蒋经法、罗青林：《社区财政制度的重构：背景、原则与设想》，载于《当代财经》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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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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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具备初步基础，或正在大力推动；由于社区两委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因而社区减负工作需同步推进并落到实

处。“D市的社区议事会制度在2007年就有试点了……D市也在做社区两委的培力，有不定期的三级培训，培训

的环境非常重要，新文件出来以后，各社区理解不同，执行起来容易走样，五花八门，先要把钱用对，其次是用

好。”（访谈资料20180423，D市Y街道访谈）

2 .政策的繁复性。即一项政策实施的复杂程度。对于以项目制为主要运作方式的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而言，

其繁复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资金使用的繁复性。“（社区治理和服务专项资金）每笔费用都要求有

发票，很多东西便利店就能买到，但是他没有发票。这样一来就不利于控制机构成本，在商超买超过一定额度

的还要签采购协议。”（访谈资料20180423，D市Y社区社会组织访谈）“有的时候一个单子要十几个人签字，

报账特别难。”（访谈资料20180427，D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访谈）其二，是议案形成的繁复性。专项资金的使

用通常需要由社区居民共同决定，涉及工程类项目可能还要举行社区听证会等，但其对于社区参与的撬动作

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此外，政策制定者也在努力从其他环节降低政策的繁复性，“之前我们制定的资金使用的

工作法有10步，最新一个版本中已经简化到7步。”（访谈资料20180427，D市民政府工作人员访谈）

3 .政策的模糊性。即政策方向的明确程度和政策方案的明确程度。由于是创新型政策，为了防范各类风

险，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模糊发包 1 的方式，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加以执行。由于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对于

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激励要强于社区两委本身，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两委往往会在判断该政策方向

明确性和方案明确性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执行。方向明确、方案也明确则加快落实，方向明确、方案不明则探索

落实，方向不明、方案明确的慎重落实，方向不明、方案也不明的延缓或不落实。“一些东西细化下来，有专人

指导我们（社区两委）工作，我们也好操作，社区也不会担心走偏、受骗，有的放矢、还能规避分险……我们就

放心花这个钱（访谈资料20180322，J市H社区负责人访谈）”。

4 . 政 策的约束性 。即政策的问责力。“审计严格”是D市社区两委对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常见评

价之一。“这笔资金，每年要例行审计，审计要求非常严，还要报到市里，街道也要出钱审计。”（访谈资 料

20180423，D市Y街道访谈）“审计也是让社区心惊胆战的，生怕出错，有时候会打消街道和社区的积极性。”

（访谈资料20180425，D市F社区两委访谈）

5.政策的合理性。就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规模的合理性。“一年

的时间就那么短，要完成那么大的资金量，老百姓提的过来么……Z市的年轻人很少有时间管这些事情，生活

压力很大，参与的时间更加有限。”（访谈资料20160706，Z市G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访谈）“不是标准越高越

好，合理标准，花得出去，花出效应才行。”（访谈资料20180601，J市C区委办局访谈）二是时间节点的合理性。

“给我们用钱的时间特别短，那么多钱很快花完，去年是一个月就要花完。”（访谈资料20180322，J市G社区负

责人访谈）

6.政策的可修正性。即政策制定部门是否根据实际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政策加以更新。比如，

D市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自施行以来不断对细节进行完善，如今“已经发展到3.0版本”。“最开始使用

资金知晓率要到95%，是不切合实际的，欲速而不达。第二年就下调了。”（访谈资料20180423，D市Y社区两委

访谈）只有当一项政策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时，在实际执行中才能更具可操作性。

除此以外，政策的回应性、稳定性和科层结构内部的冲突性都可能对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产生影响。比

如，D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规定，社区提案需经街道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要求街道在7天之内对社区提

案做出回应，如逾期未回复则视同为通过审核。高回应性自然有利于政策顺利执行。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稳定

性则有助于社区两委对社区发展进行相对长远的规划。科层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也有实际案

例。比如，调研时一个街道负责人也提到说：部门之间有时也有不一致，比如民政部门强调一核多元，组织部门

更强调一核。也就是说，科层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客观上也会导致政策方向上的模糊性，进而影响政策执行主

体的执行力。

1  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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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城市社区两委执行力间的差异，可以更多地从政策设计本身出发加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同一城

市中，在同样的政策设计下，社区两委执行力方面的差异又从何而来呢？

对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对象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

（二）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预期

对于社区两委而言，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并不是一项强激励的公共政策。因而，社区两委是否执行该项

政策，还取决于社区两委对政策执行风险的预期，以及社区两委对自身能力与任务难度匹配程度的预期。

1.对政策执行风险的预期。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一项政策的过程中，稳定偏好总是占据了首要或是重要位

置。就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而言，执行风险主要包含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两个方面。从社会风险来看，一是

担心资源不足，配置不均。“我们的矛盾是，一方面希望能用这笔资金培养社区骨干，另一方面居民会说公共资

金为什么不让更多的居民享受。”（访谈资料20180424，D市Y社区社会组织访谈）二是担心使用不当，出现疏

漏。“这些经费都是要做项目服务的，前期准备需要科学规范。有疏漏，百姓身边的事反倒成为坏事……社区

头疼，很慎重，怕有反向作用。”（访谈资料20180601，J市C区委办局访谈）“烫手，花钱干事，后面就是群众的

监督举报。”（访谈资料20180322，J市H街道访谈）三是担心诉求提出，无法满足。“每季度开一次议事会，就

像完成任务似的，因为会上不敢放开让居民说，怕说完好多满足不了。”（访谈资料20180322，J市N社区负责

人访谈）四是担心效果不好、资源浪费。“目前接触的服务商，乱要钱，感觉特别浪费。”（访谈资料20180322，

J市G社区负责人访谈）五是担心边界不清、权责不明。尤其是硬件类项目，项目完成后，后续的运行维护责任

需要有人来承担 1 ，由于政社的边界权责不清和居民的依附性人格，“原来不管还好，越管责任越多，越管需

求越高……要管他（居民）一辈子。”（访谈资料2 018 0 601，J市C区委办局访谈）政治风险则要归因于洗碗效

应，即害怕干多错多。“有的书记太谨慎，觉得什么都是雷区，大小项目都要请示我们（街道办）。”（访谈资料

20180423，D市Y街道访谈）

2 .对自身能力与任务难度匹配程度的预期。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时间分配的能力。“任务太多”、“没

精力做”是访谈中社区两委最常提及的。“很多社区是怕麻烦怕担责任或是怕居民不参与，真是很麻烦，每年

审计还要占一大半工作量。”（访谈资料20180 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二是人员动员的能力，即社区两委

是否有能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是否有技巧组织开展社区协商。三是应对专业问题的能力。比如对服务商服

务质量的甄别把关。购买“上门服务有很多顾虑，怕他有的服务不能让居民满意……需要甄别。”（访谈资料

20180322，J市F社区负责人访谈）再比如，对于地下空间归属权、能否用、如何用的疑问等。此类问题大多需要

专业力量介入或是进行高位统筹才能有效解决。

总之，社区两委在各类社区资金的使用上会有优先级设定。在激励较弱的情况下，如果预期的社会风险、

政治风险较大，政策执行难度较高，自身能力与之难以匹配，那么，社区两委就倾向于不优先使用该项经费。

（三）政策对象的支持力

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独特性就在于，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而，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低参与意愿或是低参与能力，也会削弱社区两委的政策执行力。换言之，基层

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力亦成为影响此类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

第一，从社区居民的角度看，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会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利益相关性，“只要

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参与积极性就不会高” 2 。二是需求紧迫性，比如，社区设施、环境改造类

项目，居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通常会更高。三是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大都“没有

时间参与”，同时，由于居民群体基数大，社区治理和服务专项资金被摊薄，也会降低对居民参与的激励作用。

四是对结果的把控程度，“一定要赋权，（居民）话语权一定要得到保障，他们才会参加议事会。如果说了也白

说，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们（社区两委）来决定就好了”（访谈资料20160706，Z市G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访

谈）。五是资源的竞争性，即资金额度有限、同时又不是均等化配置，居民无法通过搭便车等形式加以获得，

1  很多情况下，是街道、居委会无奈承担起了相应的“属地责任”。

2  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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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六是是否具备可及的参与平台和相应的协商议事技术。七是自治的前置性，

即在政策设计中，居民自治是否被规定为资金申请的前置条件。最后，是居民的参与习惯，如果在政策出台之

前，社区已然形成较为成熟的参与网络和参与机制，具备较好的参与基础，那么，政策执行就会更为顺畅。当

然，以上这些，都要建立在居民对该项政策充分知晓的基础上。

第二，从社区社会组织的角度看，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一来取决于该项资金与组织自身需求的吻合

程度，“目前这个资金不能用于发工资，只能用于发劳务，发劳务800元以上每月还要到地税开劳务发票，交增

值税……有情怀也是需要吃饭的。（访谈记录20180424，D市Y社区社会组织访谈）”二来取决于社区两委的易

合作程度。三来取决于组织收益，比如稳定的资金来源、合法性的获取、品牌效应等。当然，组织自身能力是否

足够支撑该项政策落实，既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关注重点，也是社区两委的关注重点，这在上文已有提及，在此

不加赘述。

四、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动力来源

既然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是一项弱激励的公共政策，是不是就意味着政策执行主体几乎不具备执行该

项政策的动力呢？

通过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可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被型塑和建构出来。并且，

对于其他社区的社区两委来说，也具备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

实际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激励不只会来源于政治和经济层面（比如职位升迁和经济收益），还可能来

源于社会层面。正是这些来自于社会层面的激励，逐步强化了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亦即下文所要论述的

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动力来源——“最重要的是，居民、社区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改变。（访谈记录

20180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社区两委执行该项政策的动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工作压力减轻、工作效率 提升。社区居委会行政任务的完成，一般来说有赖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凝结和社

会活力的激发——包括社区居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组织网络的建立（尤其是社区骨干的发掘）和社区社会

组织的活跃。他们在协助居委会完成行政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脑和腿”的角色。“社区两委只有 9 个脑袋，

不一定能想出新的东西，做不了那么多工作，通过他们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访谈记录 20180423-24，D 市 Y

社区两委访谈）“我们（社区两委）有什么事情只要找到社区 40 多个骨干就可以了。”（访谈记录 20180423，

D 市 Y 社区两委访谈）“以前没有社会组织，社区两委很累……以前周末两委都加班，专业社会组织进来之后，

每个周末，社会组织的活动遍布整个社区。”（访谈记录 20180423，D 市 Y 社区两委访谈）借此，很多行政任务，

比如街巷改造、教育、双创、青年参与等也都得以顺利推进。

2 . 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风险变得可控。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一个人一天就 24 个小时，除了吃喝拉睡，除

了上班，就剩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如果不给他找点事做，他去做坏事，那就无事生非了……让群众多参与一下，

搞一些正能量的事。”（访谈资料 20160706，Z 市 G 区区政 府座谈）对于社区社会组织来说，由于社区治理和

服务专项资金有一定比例可以用于购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这变相加强了社区两委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控力。

比如说“社区保安队，政府给钱雇的话，社区两委监管不了，后来就以专项资金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区监管……

以前根本叫不动他，现在不一样了，钱也不会一次给完”（访谈资料 20180427，D 市学者访谈）。但是，由于社

区外部社会组织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他们和社区开展合作还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因而，一些社区两委

开始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即在社区内部培育社会组织。一来可以缩短双方了解磨合过程，二来社会风险也

更加可控。比如，在社区两委的大力支持下，一些社区的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成立了可供社区

两委购买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

3. 风险不但可控，还能转移、降低。“为什么鼓励居民自己做，因为社区责任要小得多……购买社区社会组

织服务也是一个道理，社区两委是资方，第三方如果没有把资金用好，他们自己要负责的，社区风险和责任减少，

社会组织要对居民、资金、社区负责……我们定期督导和评估。”（访谈资料 20180423-24，D 市 Y 社区两委访谈）

4. 社区两委的合法性提升。尽管很多活动是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的，但居民知道是社区两委在提供资金支

持。此外，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关注自己小范围、小群体的利益，而社区两委会更加关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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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居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居民骨干收集意见时，引导很重要，社区骨干有时也要引导居民提出两委的意见”。

通过对居民需求的建构，使得居民需求由“私”而“共”，从而使社区两委关注的重心借由居民提案表达出来，

合法性进一步提升。

5. 居民的获得感、效能感提升。除了专项资金支持下软硬件项目的开展给居民带来的获得感外，居民社区参

与的过程，本身也是获得感、效能感提升的过程。“选举具有动员作用，这种作用能够增强人们的效能感。”1“获

得感中，参与本身也是一种获得感。（访谈资料 20180601，J 市 C 区委办局访谈）”

6.社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体现在信任、互惠、参与和共同体意识四个方面。以信任提升为例，“我们有一

个居民闲置资源共享项目，一开始他们（居民）要用什么会先联系我们（社区两委），因为信任我们，熟了之后，

私底下就互相借了”（访谈资料2 018 0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互惠则体现在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居民和社

会组织之间的互助。比如社会组织间会联合举办活动资源共享，社区居民也会志愿帮社会组织开办讲座。参

与率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居民一下就盘活进来了，离开它（专项资金）就没法凝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了。”

（访谈资料2 018 0 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共同体意识则体现在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意识上。“前期开展

活动，居民要观望，开始是小礼品吸引，搞完活动凳子就顺手拿回去几个，现在他们互相监督，帮助收拾，由前

期观望到后期主动，社区参与发生质的改变。”（访谈资料20180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有些时候，S老师

（社区书法协会负责人）就会和居民说：这是我们（居民）自己的事情（责任），为什么要让社区（两委）去做？”

（访谈资料20180423，D市Y社区两委访谈）

此外，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在利用专项资金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尝试向社区社会企业转型，并将其部分

收入捐献给社区微基金。这样一来，一方面为社区资金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额外支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

区就业。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近年来兴起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重点分析了在相似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该项政策执行

主体的社区两委，为什么会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执行力。

如果说以往关于政策执行力的研究，更侧重于打开科层体系内部的“黑箱”，本文则是延长了政策执行的

考察链条，于科层体系外的社区层面解析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居民自治之间的相互关联。

研究发现，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执行，往往会受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

力的双重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之间、政策执行力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之间、政策对象与

政策执行人之间，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同构性。此类政策的执行，既需要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之间展开密切合

作，也需要面临社区层面集体行动的困境，既是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力的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二

者的促进和提升。

具体到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执行，从阻力的角度看，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

预期和政策对象的支持力共同决定了政策执行阻力的大小。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包含政策的支持性、繁

复性、模糊性、约束性、合理性、可修正性、回应性、稳定性和科层结构的冲突性等诸多方面。政策执行主体自

身的预期，包含政策执行主体对于政策执行风险的预期，以及对于自身能力与任务难度匹配程度的预期。政策

对象的支持力则包含社区居民的支持力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力两个方面。由于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属于

弱激励型公共政策，因而一般而言，如果政府部门政策设计能力有所欠缺，政策执行主体预期的政策执行风险

较高、任务难度较大、社会支持力不足，则自然倾向于不执行该项政策，反之亦然。

从动力的角度看，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是可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被型塑和建构出来的。此外，

对于政策执行主体来说，激励不只来源于科层体系内部，也可以来源于科层体系外部，不只来源于自上而下的

权威或是同级的示范竞争，也可以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众支持，不只来源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也可以来源

1  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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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层面。具体的，在本文所述的案例中，来自于社会层面的激励包括：社区两委工作压力的减轻、工作效率

的提升，社会风险更易把控且可以适度降低和转移，社区两委的合法性有所提升，同时居民的获得感和效能感

也有所提升等，这些都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既是一个分析性框架，一个解释性框架，也是一个建构性框架。对于分析其他与

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相关的政策执行来说，亦具备一定程度的适用性。

就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本身而言，要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安排、恰当使用，要额外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推行不能操之过急，要认识到居民参与意识的培养和社会活力的激发不是一

蹴而就的，因而不易采用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推动该项政策的落实。其二，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推行，需要

得到配套性政策、制度、平台的支持，比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社区两委培训制度、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等。

其三，要优化政府部门层级条块之间的关系，增强街道对区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逆向约束力和逆向动员力，

对社区要减负、赋权、增能并举，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落到实处。其四，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资金

规模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当和社区的需求、能力相互匹配，在覆盖基本和确保公平的基础上，也可适当引入

资金申请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其五，基层也要积极探索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的多元筹资渠道（比如多地

正在试点的社区基金和社区微基金等），促进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

另外，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如前所述，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会使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出现分

化；与此同时，不同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设计，也会带来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二是不能简单的将社

区两委的花钱能力等同于社区两委的服务能力，钱花得出不等于说服务水平高，钱花得出也不等于说花钱效能

高。三是在政府部门、社区两委、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各自的能力和意愿，对于政策执行过程皆有很大影响，因

而只有各方通力协作，构建治理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完成政策设计的初衷。四是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一方面

为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提供了年度财政

预算，如能在有条件的地区稳定、广泛推行，长远观之，意义重大。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只讨论了狭义上的政策执行力，即政策执行主体的行动力。从广义上看，政策

执行力的内涵更为丰富，值得深入探讨。对于D市、J市、Z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的总体执行状况，还缺乏详

尽的数据考察。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愿意花、花得出、花得好”，和“不愿花、花不出、花不好”，其内涵各

不相同，文中未能详细区分和一一论及。对于城市社区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在激发社会活力方面的差别，文

章未及做出比较，等等。这些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完善。

最后，究竟什么是好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笔者认为，初衷拟合性、信息透明性、参与充分性、过程民

主性、配置公平性、社会激活性、政策可修正性将是一组重要指标。

［责任编辑   钱道赓］

Looking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Finance Policies

Shi Yuntong

Abstract:  T he  i mplement a t ion  of  u rba n  com mu n i t y  publ ic  f i na nce  pol ic ie s  ha s  become one  of  t he  mos t  
i m p o r t a n t  f u n d i n g  r e c o u r s e s  fo r  u r b a n  c o m m u n i t i e s  i n  r e c e n t  ye a r s .  Howe ve r ,  u n d e r  s i m i l a r  p o l i c y 
ba ckg rou nd ,  d i f fe r e n t  C om mu n i t y  C om m it t e e s  a nd  C om mu n i t y  Pa r t y  C om m it t e e s  h ave  a c t  d i f fe r e n t ly  
du r i ng t he  i mplement a t ion of  t hese  pol ic ie s .  T h is  pape r  shows t ha t  t he  re si s t ant  forces  of  i mplement i ng 
t he se  p ol ic ie s  a r e  h ig h ly  de c ide d  by  t he  p ol icy  de s ig n  capa c i t y  of  lo ca l  gove r n me nt s ,  t he  ex p e c t a t ion 
of  pol icy  executor s  a nd  t he  suppor t  f rom t he  pol icy  objec t s .  W h i le  t he  d r iv i ng  fo rce s  of  i mplement i ng 
these pol ic ies  can be consis t ent ly  bu i ld i ng up i n  t he process  of  pol icy implement at ion .  T hat  i s  to  say,  t he 
capac i t y  of  loca l  soc ia l  gove r na nce  a nd  t he  v i t a l i t y  of  loca l  soc ie t y  a re  t wo c r uc ia l  fa c tor s  wh ich  w i l l  
i n f luence the implement at ion of  such k i nds of  pol ic ies .  T hey a re  a t  t he same t ime cons t ant ly  bei ng t es ted 
and i nspec ted ,  improved and promoted by such k i nds of  pol 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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